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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制传统中的军政关系

制度与思想的语境化理解  

李 晟*

摘 要 军政关系是一个具有宪法意义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根本秩序。在传统中

国社会中,形成了以文制武的军政关系制度传统。这一传统不是简单的政治策略,而是在儒家

思想的指引下形成的基本制度,与儒家思想中对社会整体的政制秩序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

发挥作用。儒家关于军政关系的制度构建,重视从军事与政治结合的角度看待军事问题,更有

利于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国防战略,适应了相应的社会基础,回应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基本需

求。这样一种在宏观政制建构中处理军政关系的思路,对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宪制建设仍有

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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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建构,不可避免地同战争、军事结合在一起。
一种有意义的秩序,首先需要保证这个秩序本身的存在与延续,因此需要处理好军事问题以保

证这个秩序不会被战争所摧毁。正如在《法律篇》一开始,克里特人便告诉雅典人的那样:“一
切都是从战争出发来考虑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立法者是以战争作为其一切行动的出发

点……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有真正的意义,与之相比,一切财产与法律都不足道。”〔1〕当法律,
尤其是基本的宪法性法律尝试为国家建立起秩序时,就需要回应这样的问题。宪法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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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Plato,TheLaws,625e,626a-b,ThomasL.Pangletr.,BasicBooks,Inc.,1960,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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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通过长期稳定的基本制度,完成从松散的社会共同体到一个具有认同和有效治理的国

家的变迁。〔2〕而对“宪制”或者说更为广义的“政制”问题予以观察,就可以发现一个古老的

问题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始终存在,那就是政制秩序如何回应军事问题,确保自身的存在。一方

面,外部的军事背景塑造着诸如纵向与横向权力划分这样的基本政制结构,使之能够较好的回

应所面临的军事形势与战略需求,以保障国家安全。〔3〕而在另一方面,如何通过法律制度来

保证能够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力量,在国家内部能够受到有效控制,不成为破坏性力量,也是

政制结构的重要内容。无论我们是否将此称之为现代意义的宪制,都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

问题。正如《理想国》当中要处理治国者、卫国者与生产者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城邦的

基本结构与秩序一样,讨论宪制问题不能忽略军事的影响。〔4〕

正是基于军事问题的重要性,虽然军事往往被认为与法律的关系较为遥远,但要深入观察

和理解一个形成了长期延续并基本稳定的社会中的政制结构,军事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由于军事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往往事关紧急与例外状态,与法治之间并不总是处于和谐的状

态,而是存在相互干扰的威胁。〔5〕但是,只要宪法与法律试图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稳定且能

够自我延续下去的秩序,即使缺乏明确的成文法所规定的具体制度来回应军事问题,作出回应

的基本政制结构,在历史中却从未缺席。虽然未必出于自觉,但是国家都必须通过在基本政制

结构中回应战争与军事的问题,来确保这个结构能够稳定并能够保护自己。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有着悠久历史与自身政制传统的国家而言,更不大可能缺失这一点。虽然传统中国社会中

并未形成发达的成文法来构造这一制度,也很少有国家立法中的明确规则来规定军事问题,就
难以对其进行现代意义的法律规范分析。〔6〕但还是有可能探讨,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围绕回

应军事问题所建立的相关制度,如何构成了这个社会中政制秩序的组成部分。
在政制中的军事这一问题上,可以从许多方面展开,其中具有较为典型的法学意义、并且

也可以在中国传统中观察到鲜明特征的一个问题,是军政关系问题,简而言之,即文官政治如

何吸纳并控制专业的军事力量。而进一步展开的话,则可以将军政关系视为一个综合性的系

统,这个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包括军事组织在政府中的正式的、结构化的位置,以及军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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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
期,页78-95。

参见李晟:“宪制的军事背景———以新中国的国防战略方针与中央地方关系为视角”,载强世功主

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页80-103。

SeeTheRepublicofPlato,412c-417b,AllanBloomtr.,BasicBooks,1968,pp.91-96.
施米特指出,战争是最典型的例外状态,而各种法律规范则以彻底和平的正常处境作为先决条件。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109-125。
尽管如此,还是能够看到一定的成文法律对此作出了清晰的规定,例如唐律中的规定:“诸擅发兵,

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虽即言上,而不待

报,犹为擅发。”《唐律疏议卷第十六·擅兴》,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298。明律中也有类似规

定:“凡将帅部领军马守御城池及屯驻边锁,若所管地方遇有报到草贼生发,实时差人体探缓急声息,须先申报

本管上司转达朝廷奏闻,急降御宝圣旨调遣官军征讨,若无警急不先申上司,虽已申上司不待回报輙于所属擅

调军马,及所属擅发与者,各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大明律卷第十四兵律·军政·擅调官军》,怀效锋点

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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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与社会中全面的非正式角色与影响,还有军事与非军事集团的意识形态特性。〔7〕即

使在今天,军政关系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并且并不容易有效解决,而是在许多国家

都表现出其失败的状态,例如在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国的宪制危机当中军队的积极参与就成

为改变局势的关键。但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来看,虽然军阀的混战或是“黄袍加身”式的

兵变并不罕见,总体而言却还是有一个以文官政治约束军事力量、决定国家军事战略与政策的

基本格局,除了极端的乱世之外,都少有纯粹的军事力量能够主导政局的状况,这是一个非常

突出的特点,而且也在普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一个优点。虽然不能简单的用当代的宪法理论

去生搬硬套,认为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对军事的文官控制这一宪制结构,但还是可以在一种中西

古今的对比中发现古人的政治智慧。因此,本文对问题的设定,具体而言,就是观察传统中国

社会中关于军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选择以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军政关系切入,更进一步的关注,就要落到在传统中国的政制秩

序建构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思想不仅仅处理个人道德良

知方面的问题,也从政治实践中完善社会制度与秩序的建构。〔8〕甚至其被认为在制度方面

更为突出:
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

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

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

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

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

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9〕

在法律领域,儒家思想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以“法律儒家化”这一论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

认可。〔10〕而政治治理则通过“儒家官僚制”来加以实施。〔11〕更有观点认为,因为中国历史上

没有像西方那样直接通过立法形式制定宪法性法典的传统,对儒家经文解释汇编形成的《王
制》和《白虎通义》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性法典。〔12〕当然,将儒家思想及其

政治实践同“宪法”或“宪制”这样的现代概念联系在一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但这种争论

主要针对的还是儒家思想是否可以与在西方语境中形成的“宪法”或“宪制”在内容上兼容,及
其是否可以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制度化安排重建“治国平天下”的秩序。而无论对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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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P.Huntington,TheSoldierandTheState:TheTheoryandPoliticsofCivil-Military
Relations,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viii.

关于儒学在制度方面的追求,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101-10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页283。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326-346。
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

187-190。
蒋庆,见前注〔8〕,页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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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命运如何看待,对于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在各方面制度领域极其重要的影响,则并无太

多分歧,都重视其制度意义而不仅仅看作心性之学,“儒学通过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传

统文化”,〔13〕“儒家政治哲学直接影响了、关联着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并由此成为

中国政治思想主要的规范性传统”。〔14〕因此,以“儒家政制”代指中国古典政制,并不意味着

儒家思想的政治构想在现实中的全面实现,而是意味着儒家思想对于政治实践发挥着最为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关于军事问题,很少被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15〕但是,如果儒家有建构一个整体性

的政制秩序的抱负的话,就仍然需要回应军事问题,否则,这个秩序就会难以稳定和持续。而

如果儒家确实提供了一个融贯且自洽的制度体系的话,那么关于军政关系的制度也应该整合

在其中,而不是要借助于法家或其它思想的指导。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具体展开,就是

传统中国的军政关系制度,是否同整体的法律制度一样,体现出儒家化的影响。而通过儒家的

军事论述,以及其社会与政治思想可能的军事意义,或许能够论证这一点。如果儒家在这一方

面确实提供了贡献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对于儒家的制度性理解,在个人领域

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内圣之道之外,更多的理解公共领域的“治国平天下”
的外王之道的意义。

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界定。首先,所谓传统中国,是一个1840年之前的

漫长历史时段,这其中的历史走向,表现出了丰富的面相,很难说一种简单的概括就能够描述

历史的全貌。因此,本文对于传统中国的军政关系制度,并不试图做出与整个历史状况相符合

的描述,而只是抽离出一个基本能够相符的框架,这个框架或许和某些具体时期的历史事实存

在着矛盾,但却与历史中的主流并无根本冲突,或者说从时间段而言占据着更大比重。其次,
在抽离出这样的框架时,因为并不是具体某一时期的明确立法,因而也无法以一种现代学科视

角下的宪法或军事法角度加以归纳。因此,本文使用“政制”这一概念,以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

《雅典政制》中的概念来更为宏观地处理相关制度。最后,儒家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孔、墨之

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16〕这表明其早期形态就是多元

化的,而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更是产生了复杂的变化,甚至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因此,本文

的讨论并不试图进入到思想史的脉络,在历史的演变中精确的概括出一个严谨而完整的“儒
家”,而只是立足于其先秦时期的最初建构,从宏观上把握其基本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同后世的

制度实践关联起来。从这样几点前提出发,本文将首先在第一部分中对传统中国的军政关系

制度作出概括性的描述,作为讨论的基础;第二部分则转入对儒家思想与制度之间的关联的讨

论,依据对儒家的核心文本的解读,分析其关于军事的思考与军政关系的相关制度之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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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54。
陈来:“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页23-27。
例如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儒家影响之下,中国养成了一种重文轻武的传统,这也是个

严重的不足之处”,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载中华孔子研究所编:《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页11。
《韩非子》卷第十九《显学第五十》,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页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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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第三部分将尝试围绕着军事本身,对于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作出语境化的理解,更侧重经

验而非理论,寻求超越主观的文化与价值选择的解释;最后,在第四部分中进一步探讨传统中

国的军政关系制度所具有的政制意义,将其置于更为理论化的学术传统中加以理解。

一、传统中国的军政关系:一个简要描述

如果要简单概括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军政关系制度,总体而言,在传统中国的大部分时期

中,文官能够对军队加以控制,军队将领则很难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17〕当然,这并非一

成不变的,也并不排斥某些例外的存在,但通过对于历史的宏观视角观察,还是能够发现这一

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基本模式。
周克商之后,周礼确立的基本政制构造中包含了以军事制度来维持和整合国家的内容:

“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
封之礼,合众也。”〔18〕不过,在此时军政权力往往集于一体,司马、司徒、司空作为“三司”长官

都既行使行政权力也行使军事权力,形成军政合一的制度。〔19〕在军政合一的模式下,既然军

事与政治的机构与职权并未清楚分离,军政关系也就不构成一个突出的问题。自东周时期开

始,随着诸侯间战争频率的增加与战争烈度的提高,开始逐渐形成较为专业的军队与军事将

领,文武合一的传统贵族被分别有不同专业特长的职业官僚所取代,“至春秋末叶,新兴士大夫

既起,武士有转成文士之兆,战国以后文武分职之制乃见萌芽”。〔20〕军人与政治家、军事组织

与政治组织有了区分,也就有了处理相互间关系的相关制度。
在文官与武官逐渐区分的过程中,武官曾经因为控制军事力量与占有因军功而获得的爵

位而在国家政治中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例如晋国曾以中军主将为上卿,“为国政,制事典,正
法罪”;〔21〕而其它各军将佐也同时担任具有文官权力的卿,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
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22〕但这种模式并未普及并长期延续下去,在更

多的时间里,文官不仅掌握政治权力,而且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具有决定权,而武将权力则逐

渐收缩到训练与作战指挥这一战术或战役性质的权力,不仅不能干预文官政治,并且对军事上

的战略决策也只有较弱的话语权。例如在最终完成统一的秦国,虽然涌现出一大批名将,但却

受制于文官的控制,作为文官的商鞅、张仪、樗里疾、甘茂等都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统率军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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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兴起》,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
《周礼》卷第十八,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年版,页466-467。
参见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一卷: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43

-345。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369。
《左传·文公六年》:“晋素以中军帅秉国政,赵盾今为中军帅,故云‘为国政’”。杨伯峻:《春秋左传

注》(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545。
《左传·成公三年》:“三军原各有将佐,计六卿;今增置新三军,亦各有将、佐,增六人为卿。”杨伯

峻:《春秋左传注》(第三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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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而更为典型的是名将白起与名相范雎之间的关系,“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馀城,
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23〕但在此情形下,范雎仍

然成功地制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罢兵请和。可见,即使是积极发动战争对外扩张的秦国,
也从未因为依赖军事力量在国外的扩张而使之在国内政治中成为决定性力量。而将军在作战

时临时获得指挥权,平时军队的管理、训练则分属于郎中令、卫尉、郡尉、县尉等中级武官,不统

属于太尉、将军等高级武官,并且地方郡尉、县尉还要接受作为文官的郡守、县令的节制。〔24〕

不过,从战国到秦,军政关系从制度来说还并不清晰,因为很多职务不能被明确的区分其性质,
官员的任职也没有严格的分类。

而在秦之后,汉代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了秦的基本制度,确立了统一帝国的基本格局。自汉

代以降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25〕在汉代政制中作为

最高军事长官的太尉,虽然名义上与丞相地位相同,但由于没有独立的发兵权、领兵权和军吏

任命权,官属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因此实际权势无法相提并论。〔26〕担任各类将军职务的武

官,在平时不一定有自己的常设部队,在战时依据需要临时调配,战后部队又各归原建制,中央

军系统的卫尉、校尉与郡国的都尉、中尉同作战时的将军互不统属,连大将军也会成为空头职

务,从而形成兵不专将,将不专兵的状况。〔27〕而即使在频频发生战争的时代,虽然国家非常

需要专业化的军事人才,但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常表现为文职出身者直接在战时进入军队成

为高级将领,临时领军作战,这其中既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有李广利这样的平庸

之辈。而在军事上表现极为杰出的飞将军李广,则更是始终 “李广难封”,由于不能忍受官僚

对其的控制,而留下“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的悲壮感慨。〔28〕在大部分时

期,太尉或大将军这种地位很高的武职,都不能持续性的行使军政或军令权,更难以对政治产

生有力影响。后来设置的大司马,仅仅是一种徒有虚名的荣誉性头衔,只有增加文职的“录尚

书事”头衔,才能够开府置官属,从而获得军政实权。〔29〕在后来的战乱年代中,对军事力量的

依赖大为增强,但也并未形成基于专门军职的固定权力,军职更多成为军事色彩更强的年代中

的品阶体现,如把“将军”用为优崇之衔,加给并不领兵的方士、文官甚至宦官,这时的“将军”显
已脱离军职而成衔号了。〔30〕晋之后,在中央官制中出现了统筹管理军政事务的文职官员,先
是尚书省的郎官,后来又出现了专门的尚书,而武官中的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务,都不再

拥有制度上与相权并列的中央权力。〔31〕即使是战乱时期,文职官员通过控制军队来获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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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史记》卷七十三《列传第十三·白起王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335。
参见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秦朝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59-60。
赵鼎新,见前注〔17〕,页9。
参见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西汉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87。
同上注,页89-91。
参见《史记》卷一百九《列传第四十九·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876。
罗琨、张永山,见前注〔26〕,页196。
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34。
参见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页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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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也比起军职官员直接干预文官统治更为容易,例如三国鼎立中诸葛亮以相权总揽军权,将
刘备委以托孤重任的军事负责人李严变为自己的下属,并始终严格控制着魏延等职业将领的

军事行动。〔32〕而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虽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从其制度设计而言,节度

使并不能因为军权而自动获得地方行政权,在中央权力强大时还是受到文官的严格控制,只是

在中央政府已经大幅度削弱的情况下才成为割据势力,将军事权与行政权合为一体,实际上更

多凭借作为文官掌握的行政与财政权来支持军事权。〔33〕

限于篇幅与主题,本文不再按照历史顺序讨论相关的制度构建。概括而言,传统中国的军

政关系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最高武职往往缺乏实权,不能像最

高文职一样成为政治的主导力量,而只是地位象征,或是从制度上就没有设立中央的最高武

职;〔34〕第二,军政与军令有比较明显的相互区分,在中央政府中有文职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

军政事务,如军队的征募、编制与部署、军官的选任、军备与后勤保障等;〔35〕第三,专业将领通

常掌握训练与作战指挥的军令权,但这种权力往往是临时根据任务确定的,不能固定地与某一

特定军队相联系,并且文官也可能临时获得此种权力。〔36〕这些共同点所表现出来的军政关

系,从制度上来说就是文武分离、以文制武。当然,这些共同点不是在所有时期都始终如一的

表现出来,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外,如地方的军事割据,或是倚仗军事力量

把持朝政乃至废立君主,甚至直接从将领成为帝王。但是,许多军事压倒政治的表现之所以是

例外,就是由于其并非是制度性的权力,而是超越制度的个人行动。这些共同点所表现出的文

武分离、以文制武的军政关系,从制度角度来说是更为普遍的常态,并不独属于表现特别突出

的宋明二朝,而是基本贯穿于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当中。在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军政关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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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刘备这一托孤安排说明了李严作为军

事负责人的地位,但此后诸葛亮却安排李严作为自己的属官承担后勤工作:“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

署府事。”而魏延受制于诸葛亮,也说明长期在一线指挥军队的专业将领只能负责战术指挥,在战役和战略层

面很难对抗文官控制,“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三国志》
卷四十《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中华书局1999年版,页740-743。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维自以

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
与其兵不过万人”。《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页788。

参见陈明光、王敏:“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如上文所提到的汉代太尉或大将军,魏晋南北朝更是以大将军作为一种确定位阶的虚衔,唐代武

官最高的骠骑大将军只是散官而非职事官,宋代的太尉、明代的都督、清代的将军与提督等一品武职,或是虚

衔,或是某一部队的统领,不能作为中央机构对全国军事进行控制。
如西晋设立五兵尚书主管全国军政事务,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唐朝则明确了兵部的职权包括了军

官选拔、军籍管理和兵马调遣、军训讲武,形成了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等内设机构。宋代延续五代

制度,在兵部之外又设立了枢密院,将军事行政事务基本全部归入枢密院职权之中。
临时遣将在秦汉以来是长期采取的政策,平时的部队建制规模较小,由中级的专业军官指挥,而在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抽调多个建制部队临时交给高级将领统率,战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到了北宋则进

一步明确“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宋史》卷
一百六十二《志第一百一十五·职官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页3799。明代在土木之变之后,原来的由武官

统领的京营全军覆没,兵部尚书开始直接控制京营,此后文臣外出督师也成为常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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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政权的基本稳定,不同朝代虽然有着不同的内政外交战略,但却往往在这一方面保持一

致,因此,这一军政关系制度可以说是基本制度,构成了政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儒家政制中的军事思考

这种军政关系的基本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中的常态,其发挥的作用已经引起了相应的分析

和讨论,既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的批评。不过,相应的讨论往往是在历史学或军事学的语境

当中展开,而较少以法学视角观察。而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文武分离、以文制武的军政关系

制度,作为国家政制秩序中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基本制度,为何能够形成并长期延续? 赵鼎新以

战争驱动型理性化来解释早期中国的国家变迁,认为战争作为最主要的动力形成了延续两千

余年的儒法国家的基本形态。〔37〕而本文则希望进一步思考,如此强烈的战争驱动为什么没

有走向一个军事力量更为强势的政制结构,而是形成了以文治制约武功的基本结构?
对此,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被无数次证

明了的普遍治国经验,战争时期必须重视军事力量,战后则要用文官来加以制约。但如果只讲

这一点,这种解释也就只是一种描述而已,只是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回过头进行总结,缺乏

对原因的解读,甚至是一种循环论证。或者说只能归结为一种主观的价值选择,而缺乏客观的

因果关系思考。进一步类比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是战争驱动所建立的强大帝国,古罗

马的政制秩序中军队地位要突出得多,军队操控王位屡见不鲜,日耳曼蛮族掌握了军队之后,
从内部灭亡了罗马帝国,这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反差。〔38〕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在儒家思想指

引下所建构起来的政制秩序中,以文制武就成为了一个不仅可欲并且可行的选择?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就需要探讨儒家对于政制秩序的思考中,是如何处理军事问题的。同

表现出鲜明的军事色彩的法家相比,儒家同军事的关系似乎是比较遥远的,孔子就曾经表示: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39〕但这或许只是一种谦虚和委婉的表述。“吾何

执? 执御乎? 执射乎? 吾执御矣。”〔40〕表明孔子将军事才能作为自己的专长之一。“冉有为

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

子。’”〔41〕这段叙述也表明,孔子在对其弟子进行教育时,包含了军事方面的内容;并且也会将

军事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加以讨论,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42〕齐陈

恒弑君,“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43〕这更是直接呼吁军事行动以维护秩序。这些例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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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赵鼎新,见前注〔17〕,页21-23。
关于这种制度的基本架构,参见(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席代岳译,吉林

出版集团2008年版,49-54页。而罗马军队在帝国衰亡中所发挥的影响,则在这部六卷本巨著的许多地方

都得到体现。
《史记》卷四十七《世家第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1926。
《论语·子罕》,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页87。
见前注〔39〕,页1934。
见前注〔39〕,页1915。
《左传·哀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卷),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页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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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孔子对于军事问题并不陌生,而后世的儒家在传承与发扬其思想时,作为对整个社会

秩序建构的设计,也不大可能忽略军事这一重要内容。
儒家对于战争虽然多有批评,但并不泛泛地反对一切战争,或是试图营造没有战争的社

会,而是将战争作为必须慎重对待的大事,“子之所慎:斋,战,疾”。〔44〕对战争的慎重对待,正
是将战争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战争。儒家认识到战争与

政治的联系,也就将对战争的正当性的审视放在第一位。“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

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45〕对于侵略性的不义战争,坚决的表示反对。“春秋惟重

民也,故恶战伐。灭国者疾之。取邑者疾之。火攻者疾之。伐丧则尤恶之。”〔46〕而对于“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的正义战争,儒家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判断战争的正当性标准之一来自于复

仇,“复国仇者贤之。国仇不可以并立于天下,虽百世可复也”。〔47〕另一个正当性标准则是

“攘夷”,“中国之于夷狄,不言战而言伐”,〔48〕支持华夏诸侯对不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夷狄发动

战争。而保卫国土的战争,正当性更是明确。“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

乎!”〔49〕儒家最根本的战争正当性判断标准,则是是否有助于建立或是维护周礼所确立的正

当社会秩序。战争的正当性是赢得战争的关键所在,“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将能够众望所

归而无敌于天下,最为理想的战争形态,就是“(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民之望之,若大

旱之望雨也……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50〕

而在对于战争的正当性进行审视之外,儒家也并不天真地以为,只要具有正当性的战争就

一定能够保证必胜,对于战争仍然需要有认真的准备。这首先表现为对于战争需要有充足的

物质基础。“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51〕同时,要对于战争有充分的预

期与心理准备。“春秋重守备……颊谷之会,鲁君以有武备而掩齐。巢之役,吴子以无武备而

见弑……为国者可不戒哉!”〔52〕而这种准备,不是简单的属于少数军人的事情,而是同儒家对

社会的教育结合在一起,需要给予公众以战争教育,使之准备为正义战争而战。“善人教民七

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53〕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武艺训练,更重要

的是将战争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对待,需要考虑军队的组织、激励和相应的后勤保障,动员

全国力量参与。因此,雇佣军性质的军队,即使武艺再高,也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齐人

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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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论语·述而》,杨伯峻,见前注〔40〕,页69。
《春秋繁露竹林篇》,转引自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页1。
同上注,页148-150。
见前注〔45〕,页1。
见前注〔45〕,页10。
《礼记》卷第十《檀弓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册),《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

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99。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页148。
《论语·颜渊》,杨伯峻,见前注〔40〕,页126。
杨树达,见前注〔45〕,页157-160。
《论语·子路》,杨伯峻,见前注〔40〕,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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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

矣。”〔54〕而如果不考虑军民之间的资源分配,过于消耗国力的庞大专业军队看似精锐,也仍然

危害国家:“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

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

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55〕而最为强大的军队,则是既接受训练,
有严格纪律,并且能够与民众有机结合以保障后勤的仁义之师:“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

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

汤武之仁义。”〔56〕

通过上面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儒家思想中从未忽视军事的意义,简单地逃避战争,去
培养一种“无兵文化”,〔57〕而是更为全面而谨慎地去认识战争并追求赢得战争。对战争的正

当性评价,以“复礼”作为标准,因此周礼也就成为对军事力量进行控制的重要规范。对民众的

礼乐教育,并不只是在培养个人心性,而是通过礼乐使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在有秩

序的社会中,有秩序的军队也将是强大的军队。礼的意义在于:“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
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58〕乐的意义则在于:“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

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
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
莫不从服。”〔59〕而这同柏拉图所指出的音乐的作用不无相似之处,“寻找有秩序与勇气的生活

的节奏”。〔60〕

注重仁政与王道,“足食、足兵、民信”相结合,则是将军事力量的建设置于儒家对于整个社

会的建设思路之中,通过涵养民力而非穷兵黩武来保障军队的经济基础,从而能够面对大规模

的战争,大国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61〕这
一点,正体现出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是孤立行为与短促一击,而是要最大限度的使

用力量。〔62〕

对战争的正当性进行评价,更并非迂阔的道德追求,而正是通过让军队明白为什么样的正

当目的而战来保持高昂的士气,以正义战争来激励军队与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故招近募选,
隆埶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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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荀子》卷第十《议兵篇第十五》,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
年版,页271-272。

同上注,页272-273。
见前注〔54〕,页274。
参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页101。
《礼记》卷第五十《仲尼燕居第二十八》,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十三经注疏》

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383。
《荀子》卷第十四《乐论篇第二十》,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

年版,页380。

Plato,supranote4,399e-400a,pp.78-79.
《论语·学而》,杨伯峻,见前注〔40〕,页4。
参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页27-31、858-859。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63〕对这种教化的意义,在二十世

纪有一个更为通俗明晰的解说: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首先是把

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

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
献一切给战争。〔64〕

上面所讨论的思想,基本立足于先秦之儒,并未延伸到儒家在此后历史中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也很容易引出质疑,先秦时代儒家并未确立自己对于政治实践的绝对影响,而且也并未

具体讨论军政关系的相关制度如何建构,那又如何能够将后来的军政关系制度同早期的儒家

思想联系起来? 针对这样的质疑,从具体的历史证据方面确实很难回应。因为我们很难看到

此后的某部法典或某位君主明确表明依据儒家思想作出某方面的制度规定,如同今天的立法

第一条往往写明“依据宪法制定本法”那样。但政制秩序的建构往往不是通过文字的显明演说

实现的,而是在实践中由各方面因素塑造的。“有一种根本的或在根基处涌动的力量或能量使

政治统一体处于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过程中,宪法就是这个过程的原则。”〔65〕美国宪法的

实践,也表明现代社会中的宪制与宪法的历史叙事不可分割。〔66〕而在传统中国的政制秩序

建构中,儒家并非以“素王”的身份直接立法,而只是将其思想渗透到具体的政治实践当中,并
且在历史叙事的不断讲述中得到强化,成为国家与民族身份延续的自我定义。在这个过程中,
并不一定直接创造新的制度实践,而是以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为既有的制度提供正当化解释,
并在历史记忆的不断层叠和锻造基础上,将这种正当化解释塑造为刚性的制度约束,成为后世

遵循的“祖宗成法”。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家思想开始在制度领域确立自身的绝对优势地位、
实现法律的儒家化,而此前的背景正是文景时代逐步削弱那些出将入相的军功受益阶层、强化

中央皇权的努力。〔67〕要排除军事将领出将入相所形成的强大影响力及潜在威胁,就需要削

弱汉初军功阶层,也就需要强化以文制武的制度,并为这种制度实践提供正当化解释,儒家思

想则有效的回应了这样的现实要求。因此,先秦时代尚不明晰的军政分工发展为汉代之后一

以贯之的文武分离、以文制武制度。在这样的过程中,制度的实践与对实践的解释相辅相成,
强化了制度对于后世的影响力。由此也可以说明,虽然先秦时代的儒家并没有为后来的统治

者提供关于军政关系的具体制度设计,但随着其思想在此后逐渐对于社会扩展影响,也就使得

军政制度仍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同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其它社会制度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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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荀子·议兵》,王先谦,见前注〔54〕,页275。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481。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7。
参见田雷:“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 如何可能? ———来自美国的经验”,《中外法学》2015年第2

期,页391-416。
关于汉初军事将领广泛进入政治领域形成的军功阶层的政治影响,以及削弱军功阶层以加强中央

皇权的过程,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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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先秦儒家基本思想中对于军事的认识与思考,为以文制武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儒家强调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注重对军民都进行教育,并且重视军事力量与行动的经济基

础,这些都使得文官对于国家军事建设与军事行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也体现出复兴

周礼的努力,即将军事编制与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将对民众的生产组织作为军队建设的基

础。〔68〕军政与军令相区分,正是为了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进行军事建设。由文官负责军政事

务,从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来组织军队、保障后勤;而武将则专注于行使军令权,更为专业

化地进行作战与训练指挥。这样可以使得军队更为强大,从而回应国防需求,也使得“以文制

武”得以可能。因为离开了文官控制的军政权,武将所行使的军令权就脱离了其社会基础,难
以持续性地发挥作用。而接受儒家教育的文官,以一种更宏观和全面的视角,更具有战略眼光

和政治意识地去处理军事事务,也能够更好的指挥与配合武将在战术层面的行动。而儒家的

军事思想在儒生教育中的传承,也使得文官有能力去面对战争,诸如范仲淹、王守仁、曾国藩这

样的完全书生背景出身者,也可以立下赫赫军功。因此,以文制武并不等于重文轻武、强文抑

武,并不是简单地压制武将、削弱国家军事力量,而是以一种更稳健的形式来保证国家的军事

实力。这不是一种无法赢得战争的“自杀契约”,而是一种全面认识并准备战争的政制建构。
因此,历代统治者普遍作出这样的选择,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三、政制建构的社会基础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儒家对于军事的思考,形成了关于以文制武的军政关系的政

制建构。但基于儒家本身的解读,还只能解释这种政制所依据的思想渊源,还不能解释为什么

就不会走向一种更为突出军事力量的政制建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从这种政制建构所生成

的社会语境出发,来理解其形成的社会基础。对社会基础的考察,避免用主观的价值选择来作

为解释,既不认为作为思想家或统治者的个体作出的选择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不用集体所分享

的文化来进行循环解释,而是强调这种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客观性,立足于对历史的经验性考察

作出解释。
强调战争的正当性,强调以教育使军民明白战争的意义,形成“和齐之兵”,这是儒家与法

家(包括兵家)的重要差别。不同于儒家关心以共同的意志从根本上增强军队的士气,法家和

兵家都不主张这方面的教育,而是只注重以各种奖惩激励或心理手段控制军队的行为。“故欲

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69〕“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

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70〕这都是将军队作为一种工具,用简单的利益手段加以驱动。

·9711·

儒家政制传统中的军政关系

〔68〕

〔69〕

〔70〕

例如,《周礼》中对司徒、司马职权的规定,就结合了这两方面。“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

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

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仆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
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周礼注

疏》,见前注〔18〕,页241,271,759-760。
《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28。
《韩非子》卷第五《饰邪第十九》,见前注〔16〕,页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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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利益之外,另一种驱动手段则是心理上的感召与诱导。“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
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71〕这样做即使是“爱兵如子”,仍然是对其以工具视之,不讲明作

战的目的,而只是“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72〕

这样一种对比,显示的是人性观的差异,儒家的人性观以多元的主观价值作为功利的标准,并
以此来激励人们符合其社会规范的行为,而法家的人性观过于强调客观价值论的功利标准,只
剩下简单的奖惩,认为这就是唯一的激励手段。〔73〕而兵家的思路虽然有其心理学基础,但更

多限于战术层面,对于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则很难发挥作用。儒家的教化虽然看似迂阔,见
效缓慢,却是保持高昂士气的治本之道。同时,儒家的军队纪律,是以一种同儒家的社会秩序

同构的秩序来维系的。在这样的军队当中,军人通过“仁”和“礼”构筑并肩作战的共同体,按照

共同体的纪律来行动。这样一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共同体,所反映的是儒家以家庭

及其展开的想象为核心构建的家庭主义社会秩序。〔74〕而与之相反的那样一种单纯以奖惩作

为激励的军队,则是基于一种原子化的个体来建构的。这种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缺乏情

感与伦理的因素,而只是因为有连坐、有军法而形成的,对纪律的服从、军队的凝聚力也就全部

建立在这种机械性团结上,缺乏有机团结。基于这种不同基础,军队的凝聚力、纪律性也不一

样。而这些不同的思想所联系的不同的制度,究竟哪一种更有可能在社会中建立起来,也就需

要从其存在的社会语境加以分析。
作为军事制度,其存在的语境就是战争的具体形态。从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而言,随着时

代的变迁,战争形态当然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不过就大尺度来观察的

话,可以做出一个粗糙的总结,那就是作为中原统一王朝,所要考虑的最主要战争威胁是北方

草原游牧民族。〔75〕而中国的地理结构、生产方式,又使得统一的大国较早形成并长期持续。
因此,对于制度的考虑,也就更多地站在统一大国的立场上来加以分析。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同

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战争时,基于地理、气候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兵种差异,对于双方

在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选择,都有持续性的影响。〔76〕

首先从战术方面来看,基本上都表现为步兵与骑兵之间的对抗,虽然存在汉武帝、明太祖

与明成祖等时期以强大骑兵主动出击的例外,但是,中原步兵与北方骑兵的这种差异在大部分

时间内还是相当突出的。就一般规律而言,步兵要想与骑兵对抗,对于步兵一方的士气、纪律

与协同都有更高的要求,必须接受严格训练,维持高度的纪律性、成队列的行动。〔77〕缺乏凝

·0811·

中外法学 2016年第5期

〔71〕

〔72〕

〔73〕

〔74〕

〔75〕

〔76〕

〔77〕

《孙子·地形篇》,曹操等注:《十一家孙子校注》,杨丙安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页227。
《孙子·九地篇》,同上注,页253-254。
参见苏力:“早期儒家的人性观”,《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5期,页3-14。
关于这样一种家庭主义的秩序,参见盛洪:“论家庭主义”,载陈来、甘阳主编:《孔子与当代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203-234。
由于气候、军事技术、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变迁,草原游牧民族周期性的入侵,成为大部分中原统一

王朝所始终面对的问题,如秦汉面对匈奴、隋唐面对突厥、宋面对契丹、女真与蒙古,明面对蒙古和满洲。参见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参见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4-15。
同上注,第16页。而且,这不是仅限于中国历史,而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参见(美)杰弗里·帕克

等:《剑桥插图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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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与纪律性的步兵,单凭个人英雄主义很难同骑兵进行对抗。因此,从战术层面来看,中原

王朝需要组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有利于实现这一点的制度,自然更容易被建立起来。

而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所构建的军事制度,因为其以文制武,注重通过文官政治的运作来对军

队进行关于战争正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教育,更能够持续的激励士气与强化纪律,组织能够有

效对抗骑兵的强大步兵,就在战术方面更好地回应了要求,因而成为一种更为适应其社会语境

的制度。反之,依赖奖惩所培养的个体士兵的勇敢,则不能保证能够依照纪律来对抗骑兵,从

而无法回应战争形态的需求。

从战略方面来看,中原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从战略上往往需要采取防御战略。即使是

在中原王朝实力对比更强的时期,由于游牧民族往往凭借其高机动性更容易脱离战场,并且居

住地区的分散与社会组织的相对简单也使得其很难作为一个国家被彻底击败,因此中原王朝

也难以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只是将守势防御换成攻势防御而已。从进攻和防御战略上的对

比来看,防御一方因为在本国国土作战,距离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基地较近,并且容易得到民

众的支持,在这两个因素方面比较有利。〔78〕尤其是民众,是防御者的重要力量,出于真正忠

诚的自愿协助,乃至居民直接开始参加斗争,都是强大的力量。〔79〕因此,采取防御战略的国

家,也就需要更多的从军事与政治密切结合的视角来看待战争,注重强化文化认同与社会整

合,获取民众的支持,并且使全国各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服从于国家的国防战略。〔80〕而

且,也只有政权合法性基础比较坚实,才能够进行较长时期的防御持久战。这也使得文官在军

事上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其能够更好的建构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使得军队依靠民众而获

得更强大的战斗力。儒家的以文制武制度,正是能够利用文治来推进武功。反之,法家那种更

为突出军队地位的制度,则适应于攻势战略,因为只需要在短时间内不断的进攻进攻再进攻,

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都不是很迫切的任务。而且,进攻和防御战略对于

后勤的需求也不一样。进攻讲究“兵贵胜,不贵久”,主动选择对于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发

动攻势,在敌方领土上夺取一切资源为我所用,“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萁秆

一石,当我廿石”。〔81〕因此,军事将领也不太需要文官协助处理后勤行政,可以军政一体处

理。相反,防御则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要随时准备应对入侵者,也就更需要本方充足而持

续的后勤准备。因此,将后勤相关的军政事务分离出来,由更擅长的文官来加以处理,使武将

更专注于训练与作战,对于保证军队战斗力而言,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内政导向的文官在

看待军事问题时,更注重长线的战略优势,重视后勤力量的蓄积。〔82〕从防御战略这一角度来

看,以文制武的军政关系,也并不会削弱国家军事能力,而仍然是国家军事能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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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克劳塞维茨,见前注〔62〕,页487-488。
克劳塞维茨,见前注〔62〕,页499-500。
参见李晟,见前注〔3〕。
《孙子·作战篇》,见前注〔71〕,页36。
参见曾瑞龙,见前注〔76〕,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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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大国而言,在军事方

面都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强化军队的纪律性与社会各方面对军队的支持,这种内政取向受到国

家间的形势与战略对比的塑造。这样的语境下,以文制武的军政关系,就成为更有利的一种政

制建构。而军事力量优先的制度,则更多的在统一过程的内战中发挥作用,对于统一大国并不

是最优的制度选择。从这一点来看,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先秦时期的诸侯混战中并未获得

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此后的统一大国中却成为了主流。虽然先秦所形成的儒家不是

直接针对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外战来形成其军事思考,而是致力于建构国内的秩序,但

却在客观上为实现统一之后的中原王朝提供了更好的制度选择。更早形成的思想,与此后很

久才出现的制度,并不构成矛盾,思想对于制度的影响,通过在历史实践中回应现实问题的需

求而逐渐体现,这是一个渐进的“渗透”过程,而不是同步做出的简单决断。因此,可以总结说,

儒家对于军政关系的建构,具有其社会基础,比起其它制度更适应于统一大国的需求,因而成

为了长期延续的制度。

四、在社会变迁中进一步理解政制意义

思考军政关系的政制意义,当然首要的问题在于保卫这个政制秩序本身的安全。亨廷顿

指出,讨论军政关系的基本问题曾经是如何与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兼容,但已经被更重要的问

题所取代,那就是如何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83〕上文的分析,主要是从对外战争这一角度展

开,发现儒家所设计的这种军政关系,从回应其产生的语境中的常规性问题而言,在以军事手

段保卫政制秩序方面不仅不会比法家处于劣势,相反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适应其所产生

的语境。

而除了对外的视角之外,从对内的视角审视政制秩序的安全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对外的视角主要关注军事,即文官政治能否支持军事力量进行对外战争。而对内的视角则更

多关注政治,即文官政治能否控制军事力量使之不破坏国内政制秩序。经过战争而不是其他

方式实现大国的统一,并且在国家之外存在着较为强大的外来军事威胁,这两个基本特点就意

味着中国的统一王朝必然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一批因为军功而获得封赏的军事将领,而这

就使得军事力量干预政治的威胁更为突出。〔84〕因此,实现对军队的文官控制对于中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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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Huntington,supranote7,p.3.
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美国这个大国建立的方式,及其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形势,以至于是否需要建立

常备军还成为了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反联邦党人就认为不需要常备军,“靠得住的不是伟大的陆军或海军,
而是美国精神”。参见(美)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2-
58。1784年,邦联国会遣散了大陆军,只留下80名士兵和极少数军官,而陆军部长办公室也只剩下三名文书

和一名传令兵。虽然支持建立强大中央政府与军事力量的联邦党人在制宪过程中占据了优势,但1787年宪

法最终也只是规定国会有权“招募陆军并供给军需,但此项用途的拨款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参见(美)拉塞尔

·韦格利:《美国陆军史》,丁志源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页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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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更为重要的宪制问题。〔85〕事实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只是程度不同,但对于任何国家

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86〕在一个有强大常备军的国家中,控制其不越雷池,不对政治进行过

度干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如果因此就不去建立一支专业化军事力量,虽然有助于政治稳

定,但仍然威胁国家安全。〔87〕因此,对于一个期望获得长治久安的大国而言,军政关系的处

理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寻求国家强大与自由的平衡,这是一个古老

而又难以回答的命题。
从脱离具体时代具体制度的宏观视角出发,儒家所建构的这样一种军政关系的政制

意义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当中,强大与自由的平衡在中国基本上

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不是靠简单的权术手段或人事安排,靠
裁撤军队或打压军人来处理,而是制度化的。“以文制武”这样的制度,被长期延续下去,
就形成了“祖宗成法”,从而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宪制意义。〔88〕称之为“祖宗成法”,是指

相关的制度安排不一定在各个朝代中都以成文法形式明确规定下来,而是指作为一种共

识得到普遍遵循。而且,这种制度以及关于制度的共识不是孤立的,以文制武不等于仅

仅用文官控制武将,而是用一种文官为核心的儒家政制秩序来整合军事力量,使其能量

的发挥限于固定轨道。对战争的正当性的建构,与社会的正当性的建构是一致的;对军

事组织的整合,也是与对社会的整合是一致的;对军政与军令权的区分,与君权和官僚机

构之间的分权也是一致的。由此,军政关系与儒家的整个政制秩序建构连为一体,而不

是悬浮或嫁接的技术性手段。而在部分时期显示出的例外状况,往往也是由于整个社会

的政制秩序有所改变,受到民族融合的影响。
注意到军政关系的制度建构与儒家对整个政制秩序的建构联系在一起,可以进一步发现,

正是通过对社会的组织化,将这个大国中的国民通过家庭、家族这样一个个小型的共同体组织

和凝聚起来,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与军队的组织化程度基本相当,并且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

冲突,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通过政治机构对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控制。由此,更能够显示儒家

所建构的政制秩序的意义。通过小共同体扩展到大的社会,这其中的秩序适应了传统中国所

处的那样一种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与基本结构,因而也能够基本有效地解决社会中面临的常

规性问题,包括以文官政治控制军事力量这样一个高度困难的问题。可以说,在发生根本性的

社会变迁之前,这是相当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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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6〕

〔87〕

〔88〕

关于不同国家的基本社会背景导致的不同宪制需求,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 ———西方历史与

古代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页90-111。
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军队也尝试成为干预政治的力量。“大陆军就其存在本身而言,不光是

在令人丧气的最后几个月,就是在它非常顺从大陆会议的时候,就一直是一支政治力量———一支不那么总是

俯首听命的政治力量。”参见韦格利,见前注〔84〕,页87。
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欧洲历史上的雇佣军,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从未形成过发挥实质影响的雇佣

军,但在欧洲,从封建制度的崩溃到17世纪后半叶,雇佣军是军队的主要类型。雇佣军将军队纯粹作为企业

经营,确实不干预内政,但依赖雇佣军的国家却相当脆弱。SeeHuntington,supranote7,pp.20-21.
这里所说的宪制意义,主要是指“祖宗成法”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叙事中获得正当性的

共识,从而形成对政府的约束,参见田雷:“依宪治国及宪法文化与信仰”,《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
期,页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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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传统社会中政制秩序的一部分,这还是随着社会变迁遭遇了挑战。由于军事技

术的高速发展,战争变得更为复杂,这促使军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技术专业化与社会分

工的更加精细,军队变得高度专业化,军官集团同其他社会组织相分离成为一个自治的组

织。〔89〕运用现代化的武器进行复杂的战争的军队,不再像过去那样深深嵌入其所处的社会

结构之中。而如果社会的变迁并不同步的话,就形成了更明显的断裂。在技术水平落后、教育

不普及的社会中,普通民众要想成为能够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人变得更加困难;而传统社会的

松散控制,同现代化军队的严密组织与规训之间更是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这样的背景下,由
于军事力量与社会之间不再同构,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就变得更为困难。在一个社会的组织化

与现代化程度尚落后于军队的国家中,军队干预政治的激励就更强,军事力量引起地方分裂和

割据的可能性也更大。〔90〕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清末所萌芽的近代化军队,逐渐因为其现代化

与组织化而获取了地方行政权,从而转化为地方割据的军阀势力。而为了消除军阀割据,国民

党方面建立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党军”以实施武力统一,但却由于党自身建设的薄弱,导致党权

逐渐屈服于军权,形成了“军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军治格局。〔91〕在更为现代化与组织化的军

队与还在从传统缓慢转型的社会之间,这种反差使得军事力量几乎失去了控制。而中共所领

导的革命同样是借助于军事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在建国后的政治中仍然发挥着重

要影响,成为处理宪制问题时一个令人担心的潜在威胁。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军政一体

的地方性集团,其中的领导人成为了不仅控制军队,还能够对地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各路

诸侯”。〔92〕

虽然在1949年之后,军事力量一度影响巨大,例如在文革当中,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的革委会,由军队干部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全国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一、二把手

的,有5193人,各级革委会办事机构中也有大量军队干部参加。〔93〕但是,军事割据势力从未

形成,也没有出现军队直接干预中央政治决策的现象,而且军人进入地方政治之中,也是以文

职官员的身份和思维来处理事务,并不代表军队这一整体的利益。可以说,一种能够有效控制

军事力量的政制秩序得以重建,基本解决了此前长期困扰着中国的问题。
而这种秩序虽然有重要的宪法意义,但却主要不是靠成文宪法中非常有限的规定建

立起来的。〔94〕建立这种秩序,依靠的是“党指挥枪”,即以一个高度组织化并且有着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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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93〕

〔94〕

Huntington,supranote7,pp.32-34.
参见(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页201-223。
参见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

2007年第4期,页60-82。
这样的表述,甚至来自于中央最高层,参见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

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页。还可以参考来自域外视角的观察,Whitson,“TheFieldArmyin
ChineseCommunistMilitaryPolitics”,37TheChinaQuarterly,1-30(1969).

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页243。
关于成文宪法中的有限规定,参见马岭:“建国后历次宪法中关于军事权的规定”,《学习与探

索》2011年第2期,页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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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的政党嵌入到军队之中,使其组织化程度与政党同构。这就使得军队不是为

了战争而战争,为了服从纪律而服从纪律,而是更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红军决不

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
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95〕与此同时,
军队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实施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推动松散的传统社会组织化、现代化

的重要力量:以来自农村为主、文化程度较低的军人在部队中接受现代化的规训,学习了

基本的文化知识,并且理解了自上而下的层层服从与严格纪律,并将之扩展到社会中的

各个角落,成为构建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而当这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与军队实现了基

本同构时,文官政治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就有了更高的可能性。这虽然与本文此前所讨论

的儒家政制完全是不同的时代,具体的措施也截然不同,但是从基本思路上却可以说是

殊途同归的,都是不孤立地看待军事问题,将军事与政治结合起来加以看待和处理,将对

军事力量的控制作为整个社会整合中的一部分,用为整个社会构建秩序的文官政治的意

识形态领导军事力量。通过这样的思路,同样可以寻求强大与自由之间的微妙平衡。当

然,这样的政制建构,同传统中国的儒家政制一样,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基于历史发展中

形成的具体社会语境作出回应,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五、结 语

本文尝试以一种宏观而非微观的历史语境还原,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政制秩序中的军政

关系建构。通过与儒家的相关思想相结合,可以论证文武分离、以文制武不是简单的技术性策

略,也不是“儒表法里”的,而是儒家思想指引下形成的,是整个儒家政制秩序中的一部分。这

样一种制度,同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并且适应了相应的社会制度,因而在历

史上充分发挥了其作用,在大部分时间内既保证了国家有一支较为强大足以抵御外敌的军事

力量,又基本控制住军事力量不干预政治,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的制度意义。从解决国家中军

政关系问题、保卫所处社会的外部安全与内部稳定,进而实现强大与自由的平衡这一方面来

看,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不仅仅是一种心性之学,更是一种制度构建,不仅仅能够提供社会

中小型共同体的秩序,也能够为国家这一最大型的共同体提供整体的秩序。
基于这样的分析,首先认识到的是在传统中国法律中儒家的意义,强化对其的制度性理

解。对于儒家的制度性理解,充分认识其所建构的那种社会秩序的整体性,理解其对于社会生

活中的个人与公共领域都作出了相应的设计,能够沟通“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因此,对
于传统中国法律中儒家思想的研究,在关注日常生活领域的民法刑法之外,也可以更多地扩展

到具有宪法意义的制度领域,即使其与今天的宪法概念与文本还相去甚远,但功能和意义却仍

有相似之处。
其次,还可以从中认识到儒家的当代意义。在现代社会中,军事发展到了更为现代化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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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古田会议决议中的一段,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86。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业化的水平,对于高度现代化、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以文官政治加以控制这一问题不仅没有消

失,反而变得更加复杂。虽然说针对这样的问题,现代法治给出了自身的回应,将围绕战争的

权力在法律上予以分解和区别配置,从而以法律加以约束。〔96〕我国宪法及相应的宪法性法

律对此也已经有较为明确的规定。〔97〕因此,法律文本的规定,并不一定能够成为问题的有效

解决方案。〔98〕而在此时去试图理解儒家的解决方案,当然不是试图将其直接运用于现代社

会,而是去寻求其中或许具有的启发意义。即不是用孤立的制度去处理军事问题,简单地将其

限制在只属于专业人员的一个小领域,而是全面看待军事与政治,将其放在整个宪制秩序当中

去处理。这种思路的意义是普遍的,任何一个社会在处理军政关系时,虽然所面对的问题不

同,但都有必要首先做出这样的观察和理解。〔99〕

“自古知兵非好战”,这或许就是历史与现实共同的启示。

Abstract:Thecivil-militaryrelationestablishesthebasicorderofasociety,Whichisanimportant
andfundamentalconstitutionalissue.Asapoliticalandlegaltradition,civilgroupcontrolledthemilitary
groupintheancientChina.Theinstitutionofcivil-militaryrelationcomesfromthewholeConfucianpo-
liticalphilosophy,whichisconsistentwiththedesignofwholeconstitutionalinstitutionbyConfucianism.
TheConfuciancivil-militaryrelationcombinemilitaryideaswithpolitics,consequentlycontributingto
thestrategyofnationaldefenseoftheunifiedChina.AssameasotherinstitutionsofConfuciantraditional
regime,theinstitutionofcivil-militaryrelationrespondstotherequirementsinsocialcontext.

KeyWords:Confucianism;Civil-MilitaryRelation;Regime

(责任编辑:章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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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98〕

〔99〕

参见马岭:“宪法中的战争权”,《政法论丛》2011年第1期,页24-31。
参见陈斯喜、刘松山:“宪法确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经过”,《法学》2001年第2期,页3-6。而

在宪法之外,国防法也已经制定实施,明确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各自不同的

职权。
例如,德国魏玛宪法时代,于1921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法》,对于陆、海军的建制采取列举式的明文

规定,第三条规定陆军设立两个军团司令部,下辖七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总编制为二十一个步兵团、二十一

个训练营、十八个骑兵团等。第六条规定海军有战列舰与重巡洋舰各六艘,驱逐舰与鱼雷艇各十二艘。转引

自陈新民:《由国防法探究我国统帅权的问题》,新世纪文教基金会研讨会论文,http://www.taiwanncf.org.
tw/ttforum/10/10-03.pdf,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6月30日。这样过于具体的法律规定,对于要应对复杂

多变的军事格局的军队而言,要么就是作茧自缚,要么就成了一纸空文。华盛顿就曾经在美国制宪会议中指

出,不能在宪法中写上部队的限额,以免敌人以大于限额的力量来发动进攻。参见韦格利,见前注〔84〕,页

95。
即使是在宪制成熟的国家当中,军事的专业化发展仍然可能对文官政治造成有力的挑战,因此需

要将军事与政治、社会变迁与军事发展结合起来全面的加以观察,才能明确文官统治的基础,而不是只依靠法

律文本与司法推理就能够解决。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3年版,页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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